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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因果解釋到等值功能主義 
—— 盧曼方法論思想探析

秦明瑞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通過厘清尼克拉斯·盧曼的社會學方法論反

思的理路，闡釋了其等值功能主義的主要觀點和內涵：

在揚棄帕森斯等社會學家的以因果解釋的單面性為特徵

的傳統功能主義的同時，盧曼將功能全新地定義為一種

調控性的意義圖式，認為等值功能主義的指向不在於確

認一些功能績效在事實上的出現，而在於確認很多可能

性、確認系統或結構用以穩定其與外部環境界限的等值

的績效。文章還探討了盧曼關於系統理論與等值功能主

義的方法論之間的適洽性思想。

反思社會學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不僅宏大的社會理論（如

馬克思的階級社會理論、韋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論以及他

的宗教理論、塗爾幹的社會分工論、孔德和斯賓塞的社會演化理

論、齊美爾的群體理論，等等）主要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而且社會學主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思想也是在此前提出和討論

的。
1 
作為認識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本體論意義

上的經驗主義、主體論以及作為方法論的因果解釋、實證論、進

化論的歷史主義、功能主義等思想均產生於這一時期。而如果說

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創新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的話，那麼，社

會學界至今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理論產生於這一時期，也就不足

為怪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學的基

本狀況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探討幾乎停滯，社會理論創新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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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秦明瑞

前相比相形見絀，社會理論領域的社會學教育和出版工作停留在

介紹和討論過往理論的層面。基於對這種局面的認識，帶著某種

強烈的理論創新的使命感，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盧曼在其社

會理論體系的創始之初即已對社會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進行

了較為系統的探索和反思。
2 
這種反思為其理論體系的創建奠定了

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因而，對這種反思的理解可以說是對其

理論體系的理解的前提。並且，在科學已經分化成一個獨立的功

能系統的現代社會中，要履行自己的功能 —— 即在真實和非真實

的命題間做出決斷，科學也依賴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支持。
3 
因此，

探討盧曼的方法論思想，對理解現代社會中作為整體的科學系統

的運行也具有認識意義。在下文中，我們將通過研讀他的相關文

章和著作來探討其方法論的主要思想。

一  關於傳統功能主義的批判

盧曼雖然不能被視為正統的帕森斯主義者，因為他是一個對

自己的思想具有很高的獨立性要求的學者，不可能、也沒有完全

局限於某一個學術前輩的思想框架而思考。但是，其理論中的一

些思想與帕森斯的某些思想觀點密切相關，這一點卻是不爭的事

實。
4 
這種相關性更多的是一種選擇的結果：在發展其自身的理

論時，盧曼接受並加工了帕森斯的部分思想，而有意識地放棄了

一些對後者的理論來說具有核心意義的觀點。具體地看，盧曼對

帕森斯早期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行動理論並不太感興趣；他更感

興趣的是其中後期的研究成果。從這些研究成果中，盧曼揀選出

了一些對自己的理論建構有用的要素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

做了再加工。其中的一個核心要素即是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思

想。帕森斯的基本提問是：對一個更大的整體來說，某種社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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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因果解釋到等值功能主義 —— 盧曼方法論思想探析 395

象必須發揮何種功能？比如，學校必須為社會提供何種績效？在

此，帕森斯的理論出發點是：社會中總是存在某種穩定的結構，

這種結構的存續（Bestand）通過一些確定的功能績效得以維持，

而理論研究者的任務就在於尋找和確認這些功能績效。這一理論

根據的主要特徵顯然在於，將結構分析置於功能分析之前。恰恰

是這一點引起了許多學者對帕森斯理論的批判。盧曼也與這些批

判者持相同的觀點。尤其是他也認為，在社會科學中，人們無法

確認結構或系統的存續需求，因為與生物系統即有機體不同，社

會結構中沒有死亡這一經驗現象，而對有機體來說，這一點卻可

以確認。比如，缺水會導致樹木枯死，這一點隨時可以證明或確

認。
5 
而當社會結構中的某種功能闕如時，它卻不會“死亡”或 

“消失”，因而也不能說社會結構的存續有哪些必不可少的需

求。

在發現帕森斯意義上的結構功能主義的這一根本錯誤之後，

大多數學者往往嘗試通過新的社會學理論方案的提出來克服這一

缺陷。
6  而在盧曼看來，如果說帕森斯的理論立場具有明顯的單面

性弱點的話，那麼，用以克服這一弱點的對立的理論立場的提出

同樣具有這種弱點；並且，就像人們將盆中的洗澡水連同嬰兒一

起倒掉一樣，通過某種對立的理論的提出來克服帕森斯系統理論

的某種根本缺陷的做法會導致系統理論本身包含的精華被丟掉：

這就是其所具有的普世性要求。關於這一點，盧曼寫道：“將已

確認的系統理論的缺陷或單面性轉換成一種對立理論，這麼做無

濟於事：比如用衝突【取代】整合，用變遷取代秩序。通過這種

方式，人們在放棄普世性要求，並且在接受對手身上的曾經的、

使自己氣惱的弱點：單面性。對結構—功能理論的批判應該嘗試

的是，不是針對【系統理論的】缺陷，而是針對這些缺陷【產

生】的原因而進行。唯其如此，才可能盯住【創建】某種統一的

社會學理論的目標，並且優化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7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96 秦明瑞

那麼，帕森斯結構—功能理論缺陷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呢？關

於這一問題，盧曼的回答是：“結構—功能的系統理論之缺陷的

根基寓於其原則本身，即在於其將結構概念置於功能概念之前。

這樣，結構—功能理論失去了對結構完全進行問題化，並且對結

構構建的意義、也即對系統構建的意義從根本上進行提問的可能

性。如果人們將這兩個基本概念的關係顛倒過來，也即將功能概

念置於結構概念之前的話，這一可能性就出現了。一種功能—結

構的理論可以對系統結構的功能進行提問，但不必同時將某種統

括的系統結構作為問題的基準點預設為前提。”
8

盧曼的這一基本認識使他後來的思想在多方面與帕森斯的理

論具有顯著的差異。其中重要的一個差異是，在方法論層面，帕

森斯提出的是存續功能主義（Bestandsfunktionalismus），而盧曼主

張的是等值功能主義（Aequivalenzfunktionalismus）。與許多其他功

能主義者的嘗試相似，帕森斯的存續功能主義的論證方式嘗試的

也是，提出一些具有附加條件限制的或間接的因果表述用以解釋

系統的存續和穩定性。
9 
而在盧曼看來，這種做法在經驗上和邏

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功能論者的任務因而不應該是尋找因果解

釋，因為 —— 尤其是對複雜的行動系統來說 —— 原因和後果（效

用）之間的清晰的關係往往很難確認，預估和預測也很難做出。

在此，等值功能主義卻更有用武之地：其指向不在於確認一些功

能績效在事實上的出現，而在於確認很多可能性、確認系統或結

構用以穩定其與外部環境界限的等值的績效。

這一核心思想看似簡單，但卻是盧曼關於方法論的許多研究

的一個結論。這些研究的目的不在於簡單地批判過去的功能主義

方法論，也不在於批判這一方法論以外的、在社會科學中流行的

方法論如實證論的經驗主義和進化論的歷史主義等等，而在於通

過這些批判而提出和論證等值功能主義方法論的核心思想，從而

在方法論層面為某種統一的社會科學的建立或者說為社會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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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奠定基礎。
10 

這種批判雖然主要指向帕森斯的方法論，但卻

涉及到許多相關的討論。下文將首先討論盧曼對相關思想的批

判性探索。

在其關於功能主義方法論探討的初期，盧曼首先發現了社會

科學功能概念的一個缺陷，即其所具有的工具論的意涵。在英語

和法語社會學的研究中，功能往往被看作某種效用。功能關係由

此被歸類於因果科學的範疇。在工具論的概念框架內，功能被看

作為目的服務的績效。
11 

盧曼發現，在這裏，要確定功能與目的

之間的關係很困難，因為目的本身首先難以確定。對社會科學來

說，目的不光是指那些被想像的和被圖謀的目的，而是經常難以

與行動的未預想後果區分開。由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們一直難以

厘清兩者之間的關係，一些學者 —— 尤其是一些社會學家和人類

學家 —— 借助生物學的研究方法發展出了一種目的無涉的功能概

念。對拉德克裏夫 - 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帕森斯、古爾

登納（Alvin W. Gouldner）等人來說，功能是一種能使某個作為複

雜的結構化的單位的系統得以存續的績效。而帕森斯則對這一思

想作了最深入的拓展：對他來說，系統總是行動系統；構成系統

的行動互相依賴，以至於系統面對環境的變化呈現恒定不變的狀

態；而每一種對此類系統的存續有用的績效就是一種功能。

在盧曼的解釋中，帕森斯及相關論者關於功能的一些提法

如“用於系統存續的貢獻”、“系統問題的解決方案”、“對系

統的整合或適應的支持”等等，指的都是一些因果關係，都是

想提出一些符合“A 引起 B”這一公式的命題。而這類科學的前提

同時與因果科學的一些其他的規則相關聯：通過確認某些確定的

原因與一些確定的效用之間的固定關係來實現解釋和預測經驗現

象的目標；在這種解釋過程中嚴格運用一套必需的理論和實驗技

術；等等。由於這種嚴格的因果科學方法論構成了因果判斷的真

理含量或有效性的基礎，所以，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討論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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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者往往用這類方法論標準來衡量功能主義。
12 

而這種衡量的

結果往往是負面的，它們構成了相關學者對功能主義進行批判的

主要內容。盧曼正是在探討了這些批判內容後提出自己的等值功

能主義的主要觀點的。

盧曼認為，從一個基本的、被他之前的功能主義者已經意

識到的事實出發，所有功能主義的思想都難以自圓其說，即：

如果將某種行動的功能理解為效用（Wirkung）的話，那麼，通過

效用來解釋行動產生的原因似乎難以行得通，因為某種行動的功

能 —— 其發揮的作用 —— 不一定就是該行動出現的全部原因。

比如一個有家庭的男人上班工作，得到的工資收入養活著他的家

庭；但養家這一效用或功能卻不一定是他上班的全部原因 —— 除

此之外，他還可能是因為喜歡他的工作，想得到社會的承認，想

跟他的同事共事而上班工作，等等。盧曼發現，為了避開這一難

題，這些功能主義者們往往通過某種因果的輔助建構來提升“效

用”的解釋力。盧曼指的主要是以下三種嘗試：

第一種嘗試是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早期功能主義者從需

求出發來解釋社會文化現象的做法。在此，需求被視為引起滿足

需求的行動的動機或原因。而在盧曼看來，這一基本出發點面臨

兩個難題。其一是當人們將需求與動機等同起來時，實際上是將

某種想像出的效用與引起這一效用的原因等同起來，從而陷入了

一種循環論證的怪圈。
13 

其二是當人們將需求與解困（滿足需

求）的動機分開來考察時，二者之間的關係在邏輯上就會很難確

認；在經驗上也很難驗證。

與馬林諾夫斯基的嘗試相類似，後來的一些功能主義者將 

“緊張”（Spannung）和“衝突”（Konflikt）概念視為功能分析的

核心概念，認為緊張和衝突與相關的行動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可

以被看作解困動機。盧曼指出，這種假設實際上是以某種科學的

世界圖像為基礎的：即認為在緊張和衝突與緩和、適應和解決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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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之間存在某種天然的落差。但他認為，這種圖像過於具有樂觀

主義色彩，實際上是在將問題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案產生的原因；

其與世界真實也不盡相符合。
14

第二種是平衡論的嘗試。如果說第一種嘗試屬於單因果的解

釋範式的話，那麼，第二種嘗試則傾向於給出多因果的解釋。這

種嘗試雖然來自不同的學者，但盧曼將其歸類于平衡理論。與第

一種解釋範式相同的是，平衡理論也是通過對效用的種類進行篩

選來定義功能概念的。這樣，只有某些效用類型被看作功能解釋

中的原因。

平衡理論的根本出發點是只對那些面對其自身的環境處於

平衡狀態的系統進行因果解釋。其相關的核心思想是假設某種

潛在的因果性存在，即認為系統本身蘊含著一些原因性的要素，

在系統遇到干擾時，這些要素會發揮作用、使系統重新回到平衡

狀態。這種解釋既適用於機械系統和有機系統，也適用於社會系

統。比如，就有機系統來說，平衡理論認為，有機體中的一些原

因組合可以同一些環境變化一道保存有機體的一些特性，即達到

有機平衡（如保持體溫正常，使傷口自愈，等等）。

在此，顯然是系統內部的原因或因素消解了不斷變化的環境

影響，所以，系統內部的因素和環境的因素都被視為原因。但這

些原因之間存在橫向聯繫，系統的平衡建立在簡單的因果關係的

複雜組合之上。而在平衡理論中，也有學者傾向于將某些因果關

係視為規律 —— 如熱動力學和經濟學就傾向于將平衡模式作為做

出恒定規律的解釋的輔助工具來使用。這裏的前提是：相關的系

統只包含一種變化可能性，即處於被決定的狀態。而在社會生活

領域，這種決定的系統是不存在的。因此，盧曼認為，此類平衡

論的解釋不適用於社會現象。
15

但是，盧曼發現，在社會學的研究中,帕森斯將平衡理論進行

改造後加以運用的嘗試富有啟發意義。帕森斯的嘗試是將反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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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秦明瑞

制（Mechanismus）的觀點與普世化概念相連接而加以使用。通過

機制概念，帕森斯也認為一些確定的原因（因素）與一些確定的

後果（效用）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即系統所具有的反應機制使系

統在面對環境的變化和影響時能夠保持穩定、呈現一般的固定狀

態。而由於帕森斯的功能概念也包含了這種因果關係，所以，盧

曼認為，機制概念與其因果概念是相對應的。普世化概念卻是一

個與此相對立的概念：它強調的是系統穩定所依賴的因素的非特

定性，即認為經驗的多樣的可能性對系統穩定的功能。因此，盧

曼指出，帕森斯提出的、用於描寫宏觀系統的普世化的機制如貨

幣、權力、性等等已經超出了傳統的因果科學的範疇，應得到專

門的闡釋。

第三種嘗試主要是美國社會學家古爾登納通過提出“功能的

交互性”（funktionale  Reziprozitaet）概念來拓展功能概念的內涵的

嘗試。
16 

在他看來，功能並不等於功能績效；一種功能要產生績

效，必須有兩個以上的系統參與互動。比如，市場的功能是交

換，但交換要出現，除了市場這一系統之外，還需有個人的需求

系統、法律系統、政治系統等等參與。由此形成的多方互動框架

才會給各個參與系統提供其所需要、維持其存續的績效。

在盧曼看來，古爾登納的這種嘗試至少有兩個弱點。其一是

他的功能交互性方案像平衡理論那樣，仍然假設單個的系統當中

包含著保持系統平衡的機制，並認為是這種機制在調控系統間的

互動。而這種觀點上文已作批判。其二是這一方案假設有某種上

級系統在調控諸多下級系統之間的交換，並認為這種調控是單個

的系統得以存續以及它們之間的交互功能績效得以延續的基礎。

盧曼指出，這種上級系統本身是否能存續是不確定的；因此，與

其相關的單個功能績效是否能夠被生產出，也同樣是不確定的。

以上三種嘗試的一個共同缺點是，它們無法確定一定的原

因和一定的後果（效用）之間的恒定關係，因為它們無法排除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從因果解釋到等值功能主義 —— 盧曼方法論思想探析 401

其他的可能性。而在盧曼看來，這一缺點產生的根源在於，相關

學者在用本體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描寫系統的功能績效，即在存

在/不存在的區分基礎上只描寫存在，而將不存在完全排除，並

且，這種描寫是對某種恒定狀態的描寫。
17 

而這種區分卻不適用

於描寫維持系統存續的功能績效，因為用這種方式所排除的某

種可能性對系統的存續或許恰恰具有重要的意義、應被視為重

要的功能績效。

二  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根據

那麼，如何避免功能績效被排除呢？盧曼認為，只有將功

能主義脫離因果科學的方法論、作為一種獨立的方法論原則來對

待時，才可能做到這一點。在此，他首先對功能概念做了新的定

義：“功能不是一種必須作出的效用（Wirkung），而是一種調控性

的、組織著某種等值績效之比較領域的意義圖式（Sinnschema）。

它標示著某種特殊的立足點，由此出發，多樣的可能性可以在某

種統一的觀點中得以理解。在這一視角中，單個的績效然後表現

為等值的、互相可交換的、可替代的，而作為具體的現象，它們

則是不可比地多樣的。”
18 

將功能看作一種意義圖式而非某種必須做出的效用，這一

觀點是盧曼在馬林諾夫斯基關於儀式和巫術分析的啟發下而提出

的。在此分析中,作為制度的儀式和巫術被看作人們適應困難的情

感處境的手段，因為這類活動中包含著度過緊張形式的一些社會

規定。在欠收、饑餓、死亡等災難和不幸事件發生時，儀式和巫

術能夠給予其某種成形的表達可能性、定義用於同情和安慰陷入

困境的人們的正確得體的行為之可能性和必要性、幫助人們度過

危機和困境，從而加強社會團結。
19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02 秦明瑞

在盧曼看來，馬林諾夫斯基對儀式和巫術的功能分析的啟發

意義在於，他提供了從功能分析出發使被研究的事實情況具有可

比較性的視角。比如，當他將儀式的功能確定為便於人們適應艱

難的情感處境時，他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即：還有

哪些其他的方案可以解決情感危機問題？這樣，儀式就被置入了

與諸如意識形態的解釋體系、個人反應（如抱怨、惱怒、幽默、

逃向幻想境界等等）之類的可能性功能等值的關係中。也就是

說，在盧曼的解讀中，對馬林諾夫斯基來說，重要的一點並不是

尋找一定的原因與一定的效用之間的因果關係，而是確定多種解

決問題的方案之間的功能等值關係。
20

在將功能定義為解決問題的意義圖式之後，盧曼通過引入變

量概念進一步拓展了其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思想。他指出，基

於某一問題視點而提出的功能等值的可能性可以被稱為變量。變

量雖然具有不確定性特徵，但是這種不確定性不是隨意的，而是

有計劃地被安排的。
21 

當功能被看作等值的可能性時，邏輯—數

學的功能主義與社會科學的功能主義便聯結在一起了。此時，

邏輯—數學的表述與社會科學的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們都呈

現著變量的受限制的不確定性，只是數學的表述比邏輯的社會科

學的表述規整得更加嚴格一些而已。比如，邏輯中具有語句功能

的非完整句如“……是藍色的”，數學中“……和……的和等於

100”之算式，社會科學中“……可以緩解心理壓力”的表述就都

開啟了某個有限的變量比較域，其中的闕如部分是可以使相關的

語句變成完整表述的功能等值體。

通過這種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根據的提出，盧曼不僅為某

種適合描寫現代社會的知識體系的建立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也

破解了他以前的功能主義所面對的諸多難題。

首先，如果說盧曼用差異論的建構論取代確認事物的本質

的本體論的認識論原則是基於創建一種適合於描寫現代社會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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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因果解釋到等值功能主義 —— 盧曼方法論思想探析 403

會理論的旨趣所做的認識論創新的話，那麼，出於同樣的旨趣，

他用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取代了基於平等、理念和類的概

念的本體論的方法論原則。在本體論的方法論思想中，一般概念

的建立往往也與不確定性相聯繫；但是，這種不確定性又被排斥

在構成概念的理念的本質之外，以確保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後的理

念的絕對存在。比如，在本體論的人的概念中，思維、語言、工

具製造、性別區分等等理念就可能被視為人的存在所具有的絕對

特徵，並且，這些特徵是在排除了其他相關可能性（如思維、語

言和製造工具的能力的缺失，男性和女性之外的性別，等等）的

基礎上得以確定的。這樣，本體論的抽象實際上是對具體世界的

一些恒定特徵的抽象，其普世化也只是分類意義上的普世化。與

此相反，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卻是確立變化規則；通過發

現變量、發現其他的可能性、開發替代性的解決方案和互補的績

效，等值功能主義在對世界進行另一種抽象和普世化，其旨意是

為應對世界變化提供戰略方案。而對盧曼來說，變量的變化總是

發生在複雜的系統所構成的框架內。這樣，作為變化條件的系統

框架一方面可以被視為恆量，另一方面又可以被視為變量，因為

它本身必須適應變化。

三  因果關係在功能秩序中的應用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盧曼對因果科學的功能主義的批判並

不意味著對作為認識範疇的因果性本身的批判。通過這種批判以

及一種獨立於因果性的秩序概念的功能概念的提出，盧曼實際上

顛倒了因果性與功能性之間的基本關係：他不是將功能視為因果

關係的一個特殊種類，而是反過來將因果關係視為功能秩序中的

一個應用案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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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因果性不再像在古代和中世紀那樣被理解為一種

原因和一種效用之間的不變關係，理解為與存在理由的有限的關

係，而是應被解釋為無限性。每一種因果關係的確認都暗含著指

向不同方向的無限性：每一種效用都具有多種原因，每一種原因

都會引起多種效用；每一種原因都可以與許多其他原因組合在一

起用以解釋某種效用，或者說，在做這種解釋時，它也可以被許

多其他原因所替代；原因本身的這種多樣性也必然會導致效用的

多樣性；並且，每一個因果過程又可以分成許多段落、也可以被

無限延伸；等等。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本體論的策略是排除那些

自已認為不重要的原因和效用，以便得出形式上正確的表述；在

本體論傳統的社會科學中，這種方法論策略則寓於“在其他相同

的情況下”（ceteris  paribus）這一“開脫格言”（exculping  phrase）的

前提之中。
23 

但是，尤其是對社會科學來說，這種排除了許多因果

因素後得出的結論是不具有經驗價值的。這一點應該不言而喻。

而盧曼認為，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恰恰可以解決這一問

題。這一方法論尋找的不是確定某一原因與某一效用之間的規律

性關係，而是僅僅以某一個原因或某一個效用作為出發點即功能

性的關聯視點來確認等值的因果關係。在這裏，作為出發點的原

因或效用的選取基於某種生活實踐的或理論的旨趣（比如，選取

巫術作為解決心裏困頓的績效來考察，就可能是出於研究者對巫

術作為一種宗教儀式的興趣）。當某一效用作為關聯問題被確定

時，會出現一個與此相關的原因場域；也就是說，多種原因組合

可以被視為解釋某種效用出現的足夠的理由或原因。
24 

當某一原

因被確定為功能性的關聯視點時，會出現一個相關的效用圈，即

可以說一種原因可以引起許多種效用；當一種原因與一種效用的

關係被確認並且得以辯護時，實際上出現了一種意識形態；也就

是說，基於同一種原因，可以生產不同的、等值的意識形態。比

如，當貧窮被定義為一種原因時，政府直接救濟窮人、為窮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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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因果解釋到等值功能主義 —— 盧曼方法論思想探析 405

貧困地區的創業和生產自救提供政策優惠、通過發展教育和職業

培訓來幫助窮人脫貧、將貧困歸結為懶惰而置其於不顧，等等，

都可以被視為具有等值功能的意識形態性的反應。

盧曼繼續強調的是，在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視角下，作為

功能性的關聯視點被確定的是因果過程中的一些階段（原因或效

用）。但這些階段不是作為靜止不變的“本體事實”（ontische 

Faktizitaet）、而是作為問題來對待的。他指出，本體論傳統中的

科學作出的往往是目的論的或機械的解釋，因為它們往往是從某

種經驗假設出發來確認一定的原因和一定的效用之間的關係，或

者從某一系統的平衡之目的出發來確認績效；其出發點可以說是

某種恒常假設（Konstanzhypothese）。而等值功能主義的出發點

則是某種“穩定化問題”（Stabilisierungsproblem），即與某一原因

或某一效用相關的狀態。其表述所關涉的不是原因與效用間的某

種聯繫，而是多種原因之間的相互關係或多種效用之間的相互關

係，即功能等值。其有效性因而不依賴於在具體情況下某一問題

是否得到解決，某一效用是否出現或某一系統是否存續。
25

現在的問題是：既然等值功能主義的分析並不關注某一問題

是否解決、某一效應是否出現或某一系統是否存續，那麼，其核

心關注是什麼？其意義何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首先可以在盧曼

關於關聯單位或關聯視點的定義和解釋中找到。

在此，盧曼也是通過比較因果功能主義與等值功能主義的

基本視點而得出關於後者的相關結論的。如前文所述，因果功

能主義將功能定義為維持某一行動系統存續的績效。而在盧曼看

來，這一來自生物學的定義公式可能適合定義與有機系統相關的

功能，但卻不適合定義與社會系統相關的功能。作為生物學的研

究對象，有生命的有機體具有類型確定的特徵（比如，一匹馬不

可以變成一隻狼），其起始（生死）也是經驗上可以確認的，因

此，與其生存或存續相關的功能績效也是可以確認的。作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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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研究對象的社會系統或秩序則不同：社會系統或社會秩序

不會經歷明確的“死亡”，因而，其存續也不可能依賴明確的、

固定的功能績效，而是呈現為一個無限性和不確定性的問題；真

正危及某一社會系統（如大家庭）的存續的功能績效不是沒有，

而是十分稀少。所以，因果功能主義的分析對社會科學來說意義

十分有限。
26

而等值功能主義嘗試的則是將某一行動系統的存續問題分解

在一系列抽象的提問當中。這些提問被選取的標準是：適合尋找

功能等值以及為某種普世化的系統調控服務。這樣，對等值功能

主義來說，關聯視點實際上是一些可以調控系統的變化可能性的

問題視點。每一個關聯視點都“由此定義著一個靈活性和適應能

力、對偏差的無區分和對矛盾的寬容之領域，解決方案 —— 它

們在此視角下同樣有用或者至少同樣無害 —— 的選擇的自由領

域” 。
27 

比如，當我們選取大家庭這一社會系統的物質需求的滿

足問題時，就可以發現一個由農業勞動、狩獵、捕撈、手工勞

動、工業生產、金融活動等等諸多解決方案構成的選擇領域。

由此可見，盧曼意義上的功能分析的主要意義在於確定某一抽象

的關聯視點，即“問題”，並由此出發尋找多樣的行動可能性。

對許多看似不同的社會事實狀況來說，這些可能性具有等值的功

能。
28 

在此，通過對比較的可能性的抽象化的建構來對“提問”

進行合理化就成了功能方法的本來任務和認識收益。通過比較視

點的抽象化之觀點的提出，盧曼實際上完成了一次從質性判斷到

量化操作的轉變、將認識論的轉變（從本體論到建構論）轉化為

方法論的轉變過程。在本體論的認識論傳統中，人們尋求的是對

存在者的存在本質的確認；為此，人們將現象的一致性或相同性

（如所有的烏鴉都是黑的）視為真實的存在者的標誌，而存在者

又總是排斥著其不存在、排斥著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並在此意義

上以它自身的（即質料的）形式存在著。換句話說，對本體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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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某一事物的本質是在其隨時隨地都相同的品質中得以顯現

的。與這一基本觀點相對應，本體論傳統中的方法論也必須與研

究對象相一致、適合確認其相同性的顯現。
29

而等值功能主義的基本出發點與此恰好相反。其對存在者本

身的相同性或一致性的判斷包含兩點：一是對存在者（在涉及到

方法論的討論時更精確地說：經驗的存在）的多樣性的意識，認

為這種多樣性是不可消除的；二是在方法層面對抽象化作為認識

技術的意識，主張通過對比較視點的抽象化對不同的東西進行平

等化（如將儀式、巫術、心理診斷等活動看作解釋人們遇到災難

性打擊時擺脫精神痛苦的功能相同的手段）。

顯然，這裏涉及的每一個關聯問題都只是一種分析工具；它

可以用來完成一些單個的分析，而不適合用於對某一個系統作為

整體進行全面分析。但是，以關聯問題作為視角進行分析卻可以

導出許多等值的功能績效。運用這種方法，可以將分析在橫向和

縱向的維度無限延伸。在橫向維度，通過確定不同的關聯問題，

可以找到不同的功能等值績效領域。比如，就大家庭來說，我們

可以選取某一時空關聯下的一些現實存在的問題如物質需求、代

際關係、情感紐帶、溝通等等作為關聯問題，從而尋找功能等值

的解決方案。在縱向維度，當一個關聯問題被確定後，會出現一

個問題層級秩序。比如，每一種社會秩序都依賴許多角色，並

且，這些角色的有效組合（如一個男性社會成員可能同時扮演

父親、醫生、黨員、運動俱樂部成員等等角色）會被社會承認而

固定下來，不因個人的變換而改變。但是，在一定的社會中，這

種組合的地位對角色扮演者來說可能意味著負荷太重。為解決這

一問題，社會可能會給相應的角色承擔者提供相應的減壓條件：

如給扮演父親角色的男性延長年假、（在實行民兵制的國家如瑞

士）免去黨員的民兵義務以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參與政治活動、

給俱樂部成員提供一定數量的營養飲食以提高它們的體能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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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活動的精力，等等。而這些措施中的每一種又都可以被視為

問題，並且引出許多等值的功能績效 —— 如免去黨員的兵役義

務可能引起兵源不足；而允許女性入伍、擴大服兵役者的年齡

範圍、延長服役時間等等，則可以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選項。

這樣，由於在首屬層面上即可以確認與某一系統相關的多種

關聯問題、並且可以從每一個關聯問題出發找到許多解決方案即

功能等值體，在次屬及後續層面上這一情況會不斷重複，就很難

說哪種功能對某一系統的存續具有關鍵作用；因果功能主義的存

續公式也由此失去了意義。而且，次屬及後續層面上的功能績效

也不僅僅對首屬層面上的某個起始問題具有意義，而是與多個關

聯視點相聯繫、同時參與包含其他多樣的功能績效的等值系列。

比如，儀式和巫術的活動形式就既可以幫助困難處境中的個人從

心理上解脫出來、重獲生活的意義，也可以強化社會團結，還可

以維持宗教本身的意義，等等。

在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主張從一個問題視點出發尋找不同

的解決方案即等值的功能績效時，它也並沒有忽視負功能問題的

存在和解決。與因果功能主義一樣，等值功能主義也認為每一種

績效都會引起負功能，每一種目的行動都會有代價和弊端，而每

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都可能對系統的一些其他利益帶來壓力（比

如，銀行降准雖然會緩解社會上流動資金的壓力，卻可能會引起

物價上漲），等等。但兩種方法論對負功能的對待是不一樣的。

因果功能主義首先是將某一績效所引起的負功能後果看作是對系

統整體的影響，這與其將每一功能都看作是對系統的正面效用是

矛盾的（比如同時認為降准會刺激經濟增長，又認為它會引起物

價上漲而限制經濟發展）。其次，與此相關聯，因果功能主義認

為功能與負功能之間有可比較性，往往嘗試在計算某一績效的正

功能和負功能後果的基礎上做出決策。但是，正如盧曼在更早的

一篇文章中所論述的那樣，
30 

某一績效的正功能和負功能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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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的，其維度更加是不可計算的。因而，功能與負功能之間的

矛盾不可能用邏輯的工具來解決。

而等值功能主義關於功能的問題層級秩序卻可以解決這一

矛盾：這一方法只注重某一抽象的視點，然後嘗試由此出發尋找

多樣的等值的解決方案，同時注意考慮單個的方案所可能引起的

負作用，並用同樣的方式尋找克服他們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後

果或後續問題會不斷地轉變成功能的關聯視點。這樣，等值功能

主義在定義系統的某一存續的問題時追求的不是完整性，而是首

先從一個問題視點出發尋找解決方案，並且用這種方法不停地確

定關聯問題、尋找等值的解決方案。在此意義上的“功能主義理

論適合作為一種啟發式的原則，因為它包含一種擴張性的提問，

也因為它不在邏輯上預定其結論，而是將完善[工作]留給研究過

程。”
31 

在此，研究過程可以從某一預先設計的整體方案出發而

進入一些具體問題，也可以在未設計方案的情況下從具體問題

入手而展開。

由於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與任何其他方法論一樣強調其研

究結果的經驗意義，所以盧曼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其研究結果

的經驗或現實有效性的驗證問題。他的解決方案是：在厘清功能

概念的基礎上尋找其他的驗證方法。他指出，因果科學的功能主

義往往通過一般的觀察和監測方法來驗證一些經驗的原因與一些

經驗的效用之間的內在（即規律性）關係（其問題是：A 是否總

能或以一定的幾率能引起 B？），但卻無法做到這一點。而當等

值功能主義取代因果科學的功能主義時，驗證的目標則不再是確

認此類規律性的關係，而是確認多種因果因素的等值性（其問題

是：A, C, D, E 等等是否具有等值的引起B的功能？）。

在此，盧曼通過區分選言的等值（disjunktive  Aequivalenz）與

聯言的等值（konjunktive  Aequivalenz）進一步限定了等值功能主義

的驗證方法。選言的等值指的是多種等值的原因可以分別引起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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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效用的情況：即當 A 引起 B 時，C、D、E 等等可以分別取代 A

而引起 B。32 
這裏，“A 引起 B”雖然是 C、D、E 取代 A 引起 B 的

前提，但 A 與 B 之間不是一種規律性的關係；可以驗證的判斷也

只能是：“當 A 引起 B 時，A 可以被 C、D、E 等等所取代，或者

說 A、C、D、E 等等是為 B 而存在的功能。聯言的等值指的是在

找出引起某種狀況的所有原因後，將不同的原因組合看成是引

起這一狀況的等值的原因組，即認為 ACDE、FGH 或 ADH 均可

以引起 B。顯然，聯言的等值關係比較難以驗證，因為在設計出

許多原因組合之後，每一原因組（如 ACDEF）需要通過減去某

些原因（如分別減去 A、C、D、E、F）加以驗證。

在將選言的等值關係和聯言的等值關係視為等值功能主義

的兩種情形時，盧曼繼續討論了兩種方法在具體應用時遇到的

困難。首先，選言的等值和聯言的等值有時難以互相區分開來。

比如，要維護一夫多妻制家庭的和諧就可能需要生產出多種相應

的制度，諸如擇偶標準限制、離婚權利、等級秩序規範、妻子的

居住空間分隔、丈夫對所有妻子的平等義務的制度化，等等。在

此，是某一種制度單獨就可以維護家庭和平，還是多種制度共同

作用才能使家庭和平，很難一般性地做結論。要回答這一問題，

需要在對“家庭和平”概念作出精確的經驗的定義後，對具體的

社會秩序進行研究。

在驗證功能等值的原因的正確性時，可能遇到的另一個困難

是因果因素替換的實際界限問題。等值功能主義的基本出發點是

某一抽象的關聯視點（如上例中一夫多妻制家庭和平）；其尋求

的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等值的功能績效。但是，在社會真實中，這

種抽象一般並未被意識到｛比如在考察一個一夫多妻制家庭時，

人們關心的可能是夫與妻的具體關係安排、各妻之間的關係、同

父異母的子女間的關係、財產（分家析產）關係的處理，等等，

而不是“家庭和平”這一抽象觀點｝；並且，人們的行動經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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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因果解釋到等值功能主義 —— 盧曼方法論思想探析 411

情感和社會習俗、規範等因素的約束，有一些功能具有潛在特徵

而難以覺察，所以，要確認引起某一效用或行動出現的原因，經

常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要通過社會實驗來驗證功能等值關係幾乎

是不可能的。

但是，盧曼認為有兩種方法解決這些問題。一是通過對危

機狀況的觀察來發現與一些習慣性的績效等值的績效。比如，

在緊急狀態、突發的起義、未預料的災難或災害中，當正常的資

訊來源被切斷後，謠言、情緒化的行動意願等等就具有與真實資

訊相同的消除不確定性的功能。二是通過系統比較來確認等值的

功能績效。系統可以被看做由具體行動構成的實體，而這些行動

又可以被理解為解決系統所遇到的一些確定的問題的績效。當我

們確定了一個比較視點即問題關聯視點後，就可以確認不同的系

統解決同一問題所生產的不同的、但是具有同樣功能的績效。比

如，“最佳擇偶”是所有婚姻系統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在

今天的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解決這一問題的做法卻不一樣。在

中國，說媒、相親、單位集體活動、互聯網聊天等等被視為解決

這一問題的可行方案；而在西方國家，坐酒吧、進舞廳、參加派

對、度假等活動則被視為結識生活伴侶的最佳機會。

四  功能主義理論範式的轉變與等值功能主義方法論

在其方法論的思考中，盧曼繼續探討了功能方法與功能理論

之間的關係。之所以探討這種關係，是因為他發現以往的學者很

少區分二者之間的關係。功能主義一般被看作社會學和人類學的

一種研究方向，它既能包括某種特定的方法論，也包括與其相適

應的功能理論。這種一體的考察方式與功能主義的因果科學的解

釋方案有關。如前所述，在古典的功能主義解釋中，功能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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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某個社會系統的存續提供的重要績效，功能理論因而被理解為

關於社會系統的存續條件和要求的理論、解釋滿足這些條件和要

求的持久績效即結構的理論。繼而，描寫和分解這種績效關聯就

成了功能研究的主要目標。由於未嘗試區分理論和方法論，功能

主義當然也未能形成相關的系統方法論，以至於引來了看重研究

方法的其他學派（如新實證主義）的學者的批評。
33 

盧曼雖然不

贊同這些批判者全盤否定功能主義方法論的觀點，但他認為，出

於兩種原因，必須將方法論與理論區分開來。其一，科學理論和

科學方法論被否定或證偽的情況（方式）互不相同；一種理論被

否定並不意味著其所運用的方法也應該被否定。方法的使用價值

雖然通過其產生的研究結果得以體現，但不能通過一種結果而得

到評價。就功能主義方法論來說，以往的某些理論（如帕森斯的

行動系統理論）的偏誤並不能導致對這一方法論的全盤否定。其

二，一種科學理論並不一定必須與一種科學的方法論達到同一抽

象水準；運用一種研究方法可以先後生產出多種理論、也可以同

時生產出多種理論。這些同步理論（Simultantheorien）首先可以

是為方法的部分領域所設計，用於檢驗方法的正確性,因而互相

分離的。
34 

比如，運用功能的方法研究家庭、學校、宗教、法律

等領域所得出的理論結論就是這樣。在此，某種方法尚未使某種

最一般的社會理論被提出。

具體地看，盧曼認為，他所提出的如前文所述的等值功能主

義的方法作為分析技術雖然必須得以抽象的加工，但這並不意味

著這一技術在虛無中被實踐或應用。相反，它必須與某種實質理

論結合起來才能得以運用。
35 

換句話說，作為比較的研究,功能研

究總是以由一些實質性的概念構成的理論框架為前提的。在盧曼

的理解中，這一理論即為系統理論。系統理論包含的對提問（問

題）和結論的壓縮和具體化的要素恰恰是功能方法所缺少、但卻

需要的要素：由於功能方法的基礎是比較視點，而比較視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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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被選定（比如，人們可以在持續時長、卡路里消耗、觀眾數

量視點下對行動進行研究），所以，在未弄清關聯問題而簡單地

進行比較時，只能得出一些無內在聯繫的相同或相似性結論，使

比較掉進本體論的思維。而當人們研究一些確定的系統（如家

庭、宗教、法律等等）時，系統自身的結構決策已經固定了解決

系統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方案選項；而如前文所述，每一個解決方

案又會引起一些後續問題，其解決方案也是有限的、不可隨意選

定的；它們圈定了後續比較的框架。
36

盧曼強調，在社會系統理論的幫助下，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案

的功能等值的選項之種類被壓縮，從而使解釋和語言得以可能。

但這種解釋和語言只能針對作為解決某一問題的方案的功能等值

選項的整體種類。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由於在某一抽象視點

下能夠找到的解決某一問題的多種方案具有等值的功能，究竟選

擇哪種方案解決問題，就成了一道難題。但是，盧曼認為，每一

個系統同時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如果考察一個系統

解決其他一些問題的方式，就可以很大程度地限制其解決某一問

題的方案選項。比如，解決社會系統中角色衝突的功能等值的方

案可以是對優先要求的制度化，也可以是隔離角色扮演者的關係

人（如其配偶、子女）和情景。但是，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家庭

中，夫妻之間的溝通開放性是普遍期待的一種關係要素，所以，

將關係人與情景（如分管城建的領導所主管的城建工程項目規劃

和招標工作）相隔離的方式就不適合解決問題。在此，能夠解決

角色衝突的技術可能只剩下對優先要求的制度化（如規定官員的

配偶和子女不允許在其管轄範圍內經商）了。如果更進一步地考

察社會秩序的分化形態，則可以發現，在分化程度較低的社會秩

序中，角色關係制度化的程度往往較高，因為這類秩序中的社會

關係比較簡單。比如，氏族中的男性長者就自然地扮演規則制定

者和指引者、資源分配者、精神領袖等角色。而在分化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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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中，角色衝突往往具有結構性的特徵，一個問題的解決需

要與其他問題的解決方案聯繫起來加以分析對待。如前文提到的

免去黨員服兵役以減輕其工作壓力的方案就可能需要與允許女性

入伍的方案聯繫起來考慮和設計。

這些實例所關涉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理性問題：在盧曼看來，

單個的效用、簡單的因果關係並不能解釋人類行動包含的理性。

但是，至今的社會學卻主要在因果科學的取向下、在與行動者的

日常生活取向拉開距離的情況下試圖揭示人類行動的潛在原因或

後果。這種因果關係可能是行動者自己所未意識到的。因此，盧

曼認為，因果科學意義上的社會學是在某種遠離行動者的選擇原

則 —— 即尋找潛在因果因素之原則 —— 的基礎上進行研究。並

且，盧曼進一步指出，在與日常生活取向相脫離的同時，因果科

學的社會學也與一些傳統的規範科學（如法學、道德科學、經濟

學、組織和管理學、政治學等等）保持著距離。其原因在於：這

些規範科學的根據寓於行動的經驗空間之中，它們嘗試分析、論

證或校正某個行動所包含的主觀意義；這種做法被社會學認為有

悖於社會學所遵循的價值中立原則，
37 

因而難以為其所接受。
38

在脫離日常生活取向和規範科學的同時，社會學尋求行動的

目的合理性，即比較實現某一目的的多種手段，尋找行動的某種

特有的、有價值的效用。這樣，社會學既未反思目的的正確性，

也限制了對行動合理性的探討。盧曼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

原因在於，社會學在將行動當作本體論意義上的系統進行研究，

當作孤立的、脫離環境的範疇在進行考察。而盧曼強調，每一個

行動系統都處於不斷變化的環境條件之下，因而，只有將其置於

其環境關聯下進行考察時，才能找到解決其存續問題的多種可能

性。在此，行動的社會理性轉變成了行動系統的合理性：“在此

意義上的系統理性建基於功能性的穩定化，即系統按照其結構的

要求要解決的問題可以作為功能分析和替代經過的調控的關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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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因果解釋到等值功能主義 —— 盧曼方法論思想探析 415

點而應用。”
39 

換句話說，行動的合理性只可能寓於系統指涉的

框架和要求範圍之內；而這個範圍並不是傳統理論所認為的那樣

是靜止和孤立的，而是隨著系統所面對的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

這一新功能主義的系統理論也像傳統的系統理論（包括前

文所述的帕森斯的行動系統理論）那樣，強調系統的穩定性。但

是，後者將穩定性理解為系統自身的本質，認為這一本質會排除

其他的可能性。
40 

而前者則將系統的穩定化當作問題來對待，認

為它只能在系統與其環境的關係的調控過程中得以實現。系統的

穩定性問題主要是由環境的不斷變化所引起的，而這種變化又是

不依賴於系統、即“肆無忌憚地”發生的。因此，系統要解決自

身的穩定性問題，就必須以變化、以不同的可能性為取向。
41 

系

統的穩定性只能是系統結構和系統邊界面對變化的環境所具有

的相對恒定（relative Invarianz）。（等值）功能主義的研究對象因

此只能是以下幾種重要的系統績效：系統面對環境變動時相對恒

定的保持；系統與環境保持距離的自治；系統用於補償和縮減環

境影響所必須具備的靈活反應的彈性；等等。盧曼認為，這種新

的系統理論被拓展以後可以被證明為與功能方法相對應的理論模

型。
42 

盧曼所拓展的觀點包含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功能主義的系統理論是一種關於系統與環境之關係

的理論。這一觀點突破了傳統的本體論的系統論想像，具有基礎

性的、顛覆性的意義。正如古典的系統論中有機體和機器概念所

表明的那樣，本體論的系統論將系統視為由部分構成的整體，認

為整體是部分之間的內在秩序所產生的，因而不等於部分之和。

通過系統的內部分化，本體論的系統論認為回答了存在者存在的

實質問題：作為要素或原子的部分保證了整體的實質性存在；因

此，為了探討整體存在的可能性，本體論的系統論關注系統的內

部秩序，而忽略系統所面對的環境或者將環境視為某一統括系統

的內部秩序。
43 

而功能主義的系統論的眼光則不僅僅限於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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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秩序和內部生活，而是也關注環境、尤其是關注其對系統

的穩定之影響。

盧曼通過目的概念的討論對此做了解釋。他認為，在傳統的

思維中，人類的所有聯合都被認為在追求某種目的、是實現這一

目的的手段。目的被視為系統完美化和合理化的標準；而目的的

正確性往往通過價值關聯得以論證。與此相對應，科學研究的對

象被限定為目的—手段關係以及干擾它們的因素。
44 

而對功能主

義的系統論來說，目的只是用於安排系統—環境關係的一種可能

的主導公式。這一公式既不是不可或缺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

更不是對系統的存續獨自具有決定作用的。目的的功能在於為系

統的成員提供一種可操作的、指導性的用於替代系統存續問題的

公式（比如，對當今中國的城市家庭來說，買房、買車、休假等

等都是目的，但它們並不決定家庭這一系統的存續）。當目的被

正確確立後，系統在實現這些目的時可以在艱難的環境中存續下

去。因此，某一系統的目的取向的程度是一個變量，而不是不變

量。目的設定對系統存續所具有的功能就構成了功能主義的系統

理論的研究對象。

第二，與上一點相關聯，功能主義的系統論認為，系統和環

境各自既是變化的、又是相對恒定的。在面對環境的變化時，為

了自身的存續，系統必須自變、對環境作出反應；但是，要判斷

環境變化對自身的意義，系統又必須被視為恒定的。另一方面，

系統內部的變化是以某一時段內或時點上環境變化的資訊為前提

的，這一變化本身應該是不變的。因此，系統和環境的變化和不

變都是相對的、以時點為條件的；系統與環境之間的界線也只是

相對恒定的。由於系統和環境變化都需要時間，所以，系統不必

對環境變化立即作出反應，而是可以有計劃地應對這種變化。
45

第三，系統—環境理論能夠為功能主義的方法論前提 —— 即

尋找解決某一問題的多種可能方案 —— 提供客觀的、事實性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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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這一點主要與功能主義系統理論的問題概念相關。如前文所

述，在本體論的形而上學的思維中，系統的結構具有恒定特徵，

而系統所面對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則具有不穩定性和短暫易逝的特

徵。而在“系統—環境”理論的理解中，系統所面對的基本問題

不可能通過系統的結構得到最終解決、會最終消失。由於系統總

是面對著與其不同的環境，所以它只能通過面對環境變化所生產

出的系統績效的某種特殊組合來獲得穩定；這種穩定顯然是暫時

的；系統所面對的問題則是永久性的事實。它們並不阻礙系統的

穩定化，而是在宣告某種持續的、可結構化的需求。這種在理論

層面對作為實體的系統之狀況的描寫為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提供

了事實依據：由於系統總是面對問題，社會科學就總是在尋找解

決問題的方案；在以某一問題為出發點時，研究者會發現多種等

值的方案，供系統解決問題所用。

第四，系統—環境理論認為，系統所面對的不像傳統的目的

模式所認為的那樣只是單一的問題和要求，而是來自環境的多樣

的、複雜的問題和要求，儘管這些問題和要求的複雜程度因環境

的組織化程度而異。這樣，對功能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來說，抽象

化和具體化（專門化）就是解決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抽象化指的

是系統總是面對來自環境的問題的視點；專門化指的是對某一個

具體的系統來說較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案的選擇。比如，一個家庭

面對環境的變化時所要解決的抽象問題就有適應、整合、達鵠等

等。就適應問題來看，根據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變化，家庭

可能要考慮解決生養子女數量、安排子女上學的時間和受教育程

度、子女擇業、社會福利安排等等具體問題 —— 比如，當經濟景

氣指數較低時，一個家庭可能會考慮少生孩子、讓子女接受程度

較低但容易就業的教育、購買較少的保險、在正式工作以外打零

工增加收入等等，以便維持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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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系統理論的一個抽象的問題視點主要可以幫助尋找

多種功能等值的解決方案，但它不能解釋或預言確定的方案。只

有當某一系統所面對的許多互相摩擦或衝突的要求時，解決問題

的具體可行的方案才會明朗化。比如，為適應不太景氣的外部經

濟環境，一個家庭主婦可能需要上班掙錢，但是為了維持家庭整

合，她又要照顧孩子、丈夫和老人；此時，合理安排作息時間、

讓孩子獨立完成一些任務、讓丈夫在一些方面自己照顧自己（如

自己洗衣，擦鞋）等等，就可能是一些較好的解決因家庭主婦上

班而無時間做家務這一問題的方案。

第五，功能主義的分析不可能是對單個的、孤立的行動意義

的分析，而只能是關於某一行動對某一相關的系統所具有的意義

和作用的分析。比如，對功能主義的分析來說，釣魚這一行動的

意義就不會是釣魚本身，而是釣魚者休閒、放鬆身心以應對工作

和家庭壓力，改善膳食，參與社交（釣魚期間與釣友溝通往來），

等等。在此，釣魚活動所關涉的系統包括勞動系統、家庭系統、

互動系統等等。因此，在盧曼看來，要厘清功能分析的參照系

統，就必須弄清系統解決問題的方式。他認為，系統是通過結構

建構來解決其所遇到的問題的。
46

盧曼指出，系統結構的建構和持恒是通過三種行為期待的普

世化過程來實現的。一是在時間層面，一些行為期待必須獲得持

續的有效性，並且，在這些期待即使偶爾落空的情況下，這種有

效性仍然存在時，才能導致結構形成；這種“逆事實的”穩定化

正是規範生活的功能所在。比如，中國北方的集市都有固定的日

期；
47 

每逢這些日期，人們都會到固定的地點去趕集。若偶遇特

殊情況（如暴風雪）而取消一兩次集市，也不會影響人們繼續在

約定俗成的時間去趕集。二是在事實層面，系統結構的形成也依

賴于行為期待的穩定化。這種穩定化主要靠一些實際上可以執行

的角色得以實現。這些角色不應因情況的變化而變化；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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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不應承擔過多的負擔，以免他們因負擔過重而無法完成角色

任務；並且他們應盡可能在不同的情景中通過不同的行動表明自

己的人格、證明自己是可信的。比如，集市上的賣者就應通過不

賣假貨、不缺斤短兩等行為贏得買著的信任，以維持集市的長久

存在。三是在社會層面，相應的行為期待必須在一定範圍內得以

制度化、得到相關行動者的認可。就集市來說，集市管理者、商

販、買者對各方的行為期待基本達成共意（如後兩者承認管理者

的管理許可權）時，集市才能正常運行。

在此，行為期待的三種普世化會給系統提出不同的、經常互

相矛盾的要求（如集市管理方為了節能和集市安全將集市活動限

制在白天，而趕集商販和買者可能都希望集市能延續到晚上的一

定時候）。由於系統所面對的環境在不斷變化，系統用於解決這

種矛盾的方案不可能是最終不變的，而是需要不斷更新。系統結

構在此可以起到秩序保障的作用，但它本身也會因以上矛盾而搖

擺，其所面對而不能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往往會以系統緊張和行為

負擔的形式纏擾單個的人。

系統的這種結構化和矛盾狀態為等值功能主義的問題取向的

研究方法提供了框架條件。

第六，盧曼強調，與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從某一抽象的

問題視點出發分別對多種原因和多種效用進行比較、從而尋找

等值的功能關係的主張一致，等值功能主義的系統理論也將系

統置於與環境的相互依賴關係中進行研究。由此出發，這一理

論認為，系統與環境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系統的績效是為應對

環境變化做出的；同時，它又認為，通過對行為期待的“程式

化”，系統處於相對恒定的狀態、具有面對環境變化的結構化

的開放性特徵 —— 面對某一環境變化，系統可以生產出多種反

應選項，並且，它可以在保持自身結構恒定的情況下選擇某一選

項。對系統來說，這些選項具有等值的功能。比如，在某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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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落空時，一個社會系統可以做出的反應就有放棄期待、宣稱

失望或懲罰。對系統解決自己遇到的期待不確定性問題來說，這

三種解決方案具有等值的功能，因為它們的實施都不會影響系統

自身的結構。

第七，盧曼提出的另一個關於（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

和系統理論的共同點的論點是：二者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假設，

即認為人的行為必須通過其通往理性的可能性來解釋，即使這

種可能性未被行動者意識到。
48 

在盧曼的理論邏輯中，這種理性

只能是系統理性。
49 

因為其一，所有同一性、所有社會情景都可

以被視為系統。其二，每一個系統都通過內部／外部的區分劃

定自身的邊界，並通過滿足一些內部的績效條件來維持自身的

恒定或穩定；與此同時，外部即環境條件被系統抗爭、調換、

寄生性的利用或補償。在兩個及以上的人相遇並互動時，他們

會通過自己的自我表現固定自己，從而對互動情景形成一種共

意的定義；而這一定義會賦予該情景以某種規範的結構；對該情

景來說，一些資訊會具有意義，另一些則不重要。這樣，這一情

景就會明顯區別於其他情景、形成自身的邊界，即成為社會（互

動）系統。而當互動參與者在某一事務上不能取得一致時，互動

情景就會遇到一些特有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緩解正在出現的

張力，就變成了系統邊界得以維護的條件。而解決問題的手段可

以是語言溝通，行為技巧，也可以是外部的行為支援如等級差別

的制度化，等等。

五  討論

在其學術生涯的早期，盧曼即已敏銳地指出，面對現代世界

不斷提升的分解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高度複雜性，作為社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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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分系統的科學系統在選擇研究根據時必須注意兩項指標：一是

與已有的研究相銜接，二是概念和方法的控制能量的維度或複雜

性。
50 

從以上關於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的討論中，我們即可以

看出，在將系統理論確定為研究根據時，盧曼即在嘗試滿足這兩

項標準，也就是將既有研究的提問在更高的複雜性水平上進行重

構。在方法論層面上，這種重構的結果為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

的提出和論證。盧曼曾感歎，社會科學是否有朝一日會通過某種

統一的理論得以整合在一起，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是，他

指出，如果有希望建立一種統一的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已經是

可喜的事情了。
51 

上文的論述應該已經表明，盧曼在其學術生涯

的早期即已創建了一種完整的功能主義的方法論。運用這一方法

論，他生產出了一套宏大的社會系統理論，也對現代社會做了全

面和深刻的描寫和分析。由此，其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的意義

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凸顯。

下面，我們再從兩方面看一看這一方法論根據的意義。

其一是在對國家的起源進行解釋時，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

所能發揮的作用非常顯著。在一些考古學、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研

究中，國家概念被用來描寫一種不對稱的統治結構；同時，人們

認為，當部落的、區隔分化的社會中首先出現了社會性的不對稱

或不平等，社會組織的基礎不再首先建立在親屬關係的約束和義

務之上時，才引起了統治結構的失衡和不對稱，導致了國家的出

現。但是，在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視角下，作為演化結果的國

家則應被“等值決定地”（aequifinal）加以解釋，因為歷史地看，

導致國家出現的某幾個“關鍵因素”是很難得以確認的。經濟資

源佔有的不同，統治形式的任務場域之多樣性，統治與宗教和貴

族的關係，統治的影響空間、其實踐的監控密度等，都可以被視

為引起國家出現的重要因素。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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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盧曼的等值功能主義的方法論對理解和解釋中國的當

下現實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中國近30多年來的發展成就是在與

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結構條件下取得的：西方的社會結構特徵是

完備的合理化的、以私人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全面覆蓋的福利國

家，全民普及的基礎教育和高品質的高等教育及科研體系，完備

的法律體系，等等。中國的社會結構特徵則是正在建立的、尚不

完善的、兼有國家和私人主體的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基礎教育和

高等教育及科研體系，尚待完善的法律體系等等。在這種結構差

異中，中國社會近30多年取得的多方面的 —— 尤其是經濟領域

的 —— 成就卻超出了很多西方國家，也超出了許多西方學者的預

期，因為在他們看來，在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結構中，人們不可

能生產出這樣的成就。但是，如果我們運用等值功能主義的視角

看問題，就會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的方案並非只有現代西方

的發展模式，而是還有很多替代可能性。這一基本方法論的立場

可能可以消除很多成見和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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